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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权交易的正当性思辨

———基于欧美实证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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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筑于科斯定理与外部性理论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强调市场的规制功能。然而，环境政策

是包含着多元、多层次价值序列的复合系统，经济学角度的社会成本分析不足以为其提供完全的正当

性。就排放权交易机制而言，对私权的过度强化可能导致偏离公共目的，总量控制特征和不同分配模

式也会使政策收益与负担不均衡地分布于群体之间。排放权的功利主义特征和内部构造中的固有矛

盾，已在欧美实践过程中产生诸多不良反馈。环境公共政策包含了广泛而深刻的生态及社会价值，这

些多角度的价值目标不能从经济层面得到完整表达，资源配置就无法涵盖公共属性的每一层意旨。

在进行环境制度设计时，不仅需要成本效益的分析，还应纳入法学理论、法学价值和公正层面的考量，

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效用与生态、社会效用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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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排放权交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自经济学家戴尔斯（Ｄａｌｅｓ）在其著作《污染、财富和价格》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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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来，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污染排放治理领域。〔１〕这种交易机制以“科斯定理”为基础，强调市

场的规制功能，通过排污主体或其他人之间进行配额交易，实现减排成本效益最大化。碳排放交

易作为排放权交易中最为瞩目的政策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在全球形成了多个较为成熟的市场

体系，包括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ＥＵＥＴＳ）和美国区

域温室气体行动（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ＧＧＩ）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北京、上海、广东等七省市获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累积交易额

超过３１亿元人民币。习近平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表示，我国将于２０１７年启动全国

碳排放交易体系。国家发改委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提出在２０１７年将１万家企业纳入全国

性碳市场，覆盖６类行业的１５个子行业。

然而，与国内紧锣密鼓的制度建构相反，全球各大区域排放权交易市场热度持续转冷，相关问

题也不断显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２０１５年全球主要碳市场价格从１美元／ｔＣＯ２ｅ到１３美

元／ｔＣＯ２ｅ不等，其中，８５％的碳市场定价少于１０美元／ｔＣＯ２ｅ。按目前碳市场定价水平，排放权交

易制度暂时难以发挥市场的反作用机制。〔２〕作为中国碳交易制度设计的重要参考，美国芝加哥

气候交易所（ＣＣＸ）由２００８年的最高值７．４美元／ｔＣＯ２ｅ跌至２００９年的几美分／ｔＣＯ２ｅ，并于

２０１０年停止交易，宣告美国唯一一个全国性碳市场的终结。〔３〕国内试点省市的碳交易价格也呈

现出不同程度的降幅，如深圳市的平均交易价格从２０１４年的７０．２９元／吨下跌至２０１６年的

２８．３７元／吨。除了这些经济上的不良反馈，更深层次的担忧来自对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正当性质疑。

激进的观点将碳排放市场视为新一轮的“碳殖民”，并认为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等类似项目已对巴

西原住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严重破坏。〔４〕同时，排放权交易基于总量控制的特点，也被认为可能会

导致环境污点（ｈｏｔｓｐｏｔｓ）和碳泄漏（ｃａｒｂｏｎｌｅａｋａｇｅ）等现象。

反观国内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环境科学领域。法学领域的论著或是介绍立法背景，

或是进行体系设计，却少有在制度内核层面上的思辨。“尽管可以在排放权交易中看到明显的成

本收益，但我们对它的环境效能和公正问题仍旧一无所知。”〔５〕排放权交易以整体社会成本降低

作为正当性的依据，这种完全基于功利主义和市场机制的考量会否忽略其生态与社会效用？例

如，排放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存在公共目的与私人运作之间的割裂，私利追逐可能导致最终偏离公

共利益。又例如排放权的总量控制特征和不同分配模式，会使政策收益与负担非常不均衡地分布

于群体之间，从而造成环境不公正。事实上，由于担心集中排放地区会产生汞沉积加剧，美国环保

署（ＥＰＡ）的汞金属排放交易法规被十余个州起诉至巡回法院。〔６〕２０１２年加入排放权交易的《加

州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ｃｔ，以下简称“ＡＢ３２法案”）也明确要求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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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基于市场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对特定群体的失衡影响。〔７〕效率与公正是社会制度评价的一体两

面，两者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对环境政策而言后者不容忽视。〔８〕排放权交易的利弊得失由多种

因素决定，本文试图从权利构造和环境正义等角度，结合法学理论与实证经验，对其正当性进行再

思考。

二、排放权交易的理论背景与发展现状

（一）排放权交易的理论背景

在美国环保署的立法文件中，排放权交易与总量控制交易（ｃａ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ｅ）通常被视为同义词

交替使用。基于总量控制的排放权交易是指，由政府部门设定一个明确的排放总量目标（ｃａｐ），再

将该总量细化为若干份单位排放配额，在交易期开始时分配至各排放源。配额代表可量化的污染

物排放权利，排放污染物必须有相应数量的配额冲抵。当排污主体实际排放量超出时，可从市场

上购买相应配额，当排污主体通过减排或更新设备等方式使实际排放量少于配额时，则多余的额

度可出售以营利（ｔｒａｄｅ）。〔９〕这种基于市场的规制机制（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区别于传统的

命令与控制机制（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后者主要通过行政机关的强行规则，对私

人行为进行调控。基于市场的规制手段所需政府监管成本更低、对市场的扭曲程度较低、企业选

择空间更大，对实现政策目标具有更大效率和可能性。〔１０〕排放权交易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

置，被认为具有实现减排效益最大化，刺激排污技术创新等优势。

经济学将环境问题的产生归结于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１１〕而解决负外部性主要有两种理论：

一为庇古税，主张以税收的方式使环境成本体现在价格之中；〔１２〕一为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通过

界定清晰的产权，市场机制会使外部性内在化。〔１３〕戴尔斯将科斯定理运用于水污染领域，提出将

符合治理目标的水污染排放量作为许可份额，允许排污者之间进行有偿交易。〔１４〕鲍莫尔

（Ｂａｕｍｏｌ）和奥茨（Ｏａｔｅｓ）在对碳税收费方案的研究中，得出与产权理论相似的结论，即市场手段可

以降低政府定价的行政成本。〔１５〕蒙哥马利（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证明建立不同的

许可市场均衡，可以使总体协调成本最低，这是排放权交易制度优于传统排污收费体系的原

因。〔１６〕蒂坦伯格（Ｔｉｅｔｅｎｂｅｒｇ）通过对多种情形下指令控制系统的成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基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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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规制体系可激励企业根据边际治理成本来选择减排手段，从而大幅节约总成本。他随后全面

评述了美国排放权交易计划与理论发展，认为其意味着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本成熟和定型，并逐

步开始运用于实践活动。〔１７〕

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正当化排放权交易的最核心理由在于降低环境治理的社会总成本。

排放权交易理论的兴起建立在对以庇古税为代表的一系列政府管制措施的批判之上，认为它们难以

有效反映外部成本的变动，具有经济上的不效率。〔１８〕排放权交易机制则通过市场信号引导，可以有

效缓解政策制定中的信息不对称，并对排放源形成减排压力和权利交易的双重激励。然而科斯定理

的前提条件是交易成本为零，现实世界中产权界定、契约谈判可能产生诸多成本，基于市场的环境治

理模式因而遭到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质疑。实证经验亦表明政府需要为秩序监管和价格调控付出

高昂的行政成本，在美国加州南海岸空气管理局于１９９４年开展的“区域清洁空气诱因市场”

（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中，实际排污量由企业自行申报加以核定，经济上的诱因反而引发了严重的造假现

象。〔１９〕在欧盟的ＥＴＳ碳市场中，配额的结构性过剩致使碳价呈现长期低迷状态，立法者不得不引

入多种方案进行调控，这同样说明了排放权交易作为一项市场机制的不纯粹性。在这样人为建构

的政策市场中，社会总成本相比传统命令与控制机制是否降低、降低多少，排放权交易的支持者所

强调的效率功用于现实中是否存在，未必有一个清晰而确定的答案。

效率问题是排放权交易产生的原因及理由，却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经济学理论偏重外部性

矛盾的化解，偏重整体社会成本的降低，但环境利益并不能从经济价值中得到完整表达，任何一项

环境权都是多元、多层次的复合系统。〔２０〕环境资源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属于人类整体的“共同利

益”，〔２１〕还承载着生态功能与社会效用。一味强调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不仅会在其内部产生公

私利益偏离的结构性矛盾，亦难以在环境政策的整体效果上得到圆满评价。

（二）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现状

美国作为排放权交易理论的发源地，也是最早进行立法实践的国家。１９９０年《清洁空气法修

正案》（ＣｌｅａｎＡｉｒＡｃ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策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了酸雨计划，第一次正式实施针

对二氧化硫大气污染的排放交易制度。〔２２〕美国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针对辖区内ＮＯｘ和ＳＯ２进行总

量控制交易，但因其效率性、污染热点与环境正义等问题广受争议。〔２３〕２００３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

交易所（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是全球第一个自愿性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系统，由于在第二期末

尾已无法形成一笔交易，最终为洲际交易所（ＩＣＥ）收购。２００９年由以纽约州为首的１０个州启动的

“区域温室气体行动”（ＲＧＧＩ），是以发电业为对象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管制交易机制。但因为初

期限额过高，影响了市场的有效性，被迫于２０１２年修订规则清理配额。〔２４〕ＡＢ３２法案包含了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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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补偿机制（ｏｆｆｓｅｔｓ），可通过相关项目抵消减排义务。〔２５〕由于担心排放权交易引发的环境不公

正，法案起草机构ＣＡＲＢ被多个环保机构诉至法院。

欧盟于２００５年启动的ＥＵＥＴＳ是全球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多国家排放交易计划。欧盟

排放交易体系由三阶段组成，目前已进入２０１３至２０２０年的第三阶段。它从初始的分权化治理逐

步收紧，总量分配模式由第一、二阶段的国家区别分配转向区域间统一分配，分配模式也从祖父式

的免费分配向全行业的拍卖分配过渡。〔２６〕ＥＴＳ包含了抵消性的灵活履约机制，使《京都议定书》

下ＣＤＭ项目产生的ＣＥＲｓ可补偿使用，同时建立了银行存储（ｂａｎｋｉｎｇ）和借贷（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机制，

从第三阶段开始允许跨期储备。〔２７〕由于配额的过度分配，ＥＵＡ价格几度跳水，欧盟排放交易体

系的实施状况并非一帆风顺。欧盟委员会预估欧盟在２００５至２０２０年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２．４％，据此推算年度碳排放总量为２４７０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受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和移民潮的冲击，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１年间欧盟每年的碳排放总量只有１９００百万吨左右。〔２８〕对未

来的错误预期致使配额分配严重过量，并引发碳市场的长期低迷，可见政府失灵现象仍然存在。

此外，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对其高昂的运行成本、分配模式的不效率以及抵消机制的真实效果提出

质疑。〔２９〕

其他一些主要的排放权交易体系还包括英国排放交易体系（ＵＫＥＴ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

室气体减排体系（ＮＳＷＧＧＡＳ），日本自愿排放贸易计划（ＪＶＥＴＳ），印度节能证书交易计划（ＰＡＴＳ）等。

从运行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排放权交易体系都呈现出较高的初始成本、较为低迷的初期交易量、配额

总量过度分配、交易价格持续下跌等现象。〔３０〕在对８个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后，索尔库

（Ｓｏｖａｃｏｏｌ）进一步总结道：“排放权交易可能存在固有缺陷……它并非环境治理的万能灵药。”〔３１〕尽管

排放权交易作为经济学理论是简练而明晰的，但在实践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政治波动、人

为的市场操纵、经济周期的冲击等，因而大部分交易体系都需要中期调整与修正。有学者据此指出，

现有排放权研究虽值得称赞，但因其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并不能得出坚实而确定的结论。〔３２〕

２０１３年起，中国已在七个省市启动了碳交易试点。七个试点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区

域经济差异较大，制度设计体现出了一定的区域特征。深圳的制度设计以市场化为导向，湖北

注重市场活跃度，北京和上海注重履约管理，而广东重视一级市场，重庆采用企业配额自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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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发模式。〔３３〕碳市场的成本收益及环境效益仍待实证研究和时间的检验，但目前已出现一些

不良症状，如碳价的大幅降低、配额流动性持续不足等。截至２０１４年７月，北京市碳二级市场配额

成交量仅占年度配额总量的３．２２％，天津为０．１２％，上海为０．９７％。这些问题的产生难免让人对

排放权交易的效率性心生疑问，而本文将从另一个视角，立足于法学理论与公正维度观察其生态

和社会效用。在结合域外实证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对排放权交易可能存在的弊端予以辨析，以期

为我国本土制度建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三、排放权交易的正当性质疑

（一）排放权作为私有权利的正当性

何谓权利？萨维尼的意思说认为权利系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耶林的利益说强调权利是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３４〕“权利的功能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范围，使其得自主决定、组织或形成其

社会生活，尤其是实践私法自治原则。”〔３５〕私权利的核心即是在法律框架内对私利的自由追逐，虽

然晚近有所有权社会化之趋势，但特殊情形下的限制与约束并不影响其私人目的、私人享有、私人

运作的主旋律。然而“排放权”的产生是基于应对全球环境恶化的迫切需要，是针对政府失灵的政

策工具选择，它始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价值与公共利益。产权交易仅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私

法机制，通过人为制造市场稀缺性，将私利追逐与社会效益尽可能地重叠在一起。国内学者将排

放权视作准物权、用益物权、债权、环境权、发展权、行政许可等，〔３６〕都没有看到排放权这一公法为

体私法为用、公私混合的本质特征。正如科尔（Ｃｏｌｅ）所言，排放权交易制度中的产权属于部分私有

化、部分公有化的混合财产权。〔３７〕而更深层次的问题随之产生———人的趋利性会使公私利益在

此处发生怎样的割裂？私人利益的不断扩张又会否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

鉴于定义上的困难，绝大多数排放权交易体系都对排放权的法律属性语焉不详。美国《清洁

空气法修正案》第４０３条ｆ款规定配额不构成财产权（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３８〕但立法并未明确它的性

质，只是从便利主义出发使其能够流通和交易。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缓解为污染赋予权利的道德

质疑，〔３９〕更贴近实用的理由则是环保署可终止或限制配额，而不用担心因“征收”产生的合宪性与

补偿问题。〔４０〕ＲＧＧＩ和ＡＢ３２法案同样回避了对配额性质的立法规定，例如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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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配额认定为“履约工具”，不构成财产或财产权。〔４１〕《欧盟排放交易指令》仅把配额定义为一个

交易单元，欧盟各国的国内法转化中，英、德、荷兰、挪威等国将其视为商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但这也不

是法学概念上的定义。〔４２〕中国碳交易试点各省市的《试行办法》对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一样讳莫如

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４７条将其定义为“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

但对它的权利属性及内涵没有做清晰的阐释。上述立法例的模糊定义固然有诸多功能性的原因，

但更为根本的缘由来自排放权内部构造中的矛盾。

第一层矛盾是公共目的与私人目的的错位。排放权交易的设计原理在于使公私利益相重叠，

企业为追求配额市场的利润，对节能减排具有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在理想情形下与环境治理

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通过创设排放权，使私人在污染环境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能兼顾社会整

体的环境效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ａｎｄｅｌ）对此的抨击是，为环境污染赋予

权利属性会向社会传达错误的价值讯息。同样是上缴一定数额之金钱，定性为处罚或权利，差别

重大。“游客乱丢一只空酒瓶应处以１００美元罚款，富有的游客认为这代表可以１００美元的代价随

意乱扔，难道他将罚款等同于费用的观念没有错误吗？”〔４３〕弗雷（Ｆｒｅｙ）也指出排放权交易机制相对

于碳税，更容易对人内在的减排动机产生道德上的“挤出效应”（ｃｒｏｗｄｏｕｔ），〔４４〕“这种过错是可接受

的”这一暗示会产生潜在的成本。〔４５〕当排放权机制的激励相容不满足个人将规则内化为偏好的

要求时，激励相容的目的就无法实现。〔４６〕

实用主义者或许会认为上述基于道德伦理的批判过于空洞，但现实中“随意乱扔”带来的潜在

成本并非纸上谈兵，最为直接的表现来自类似ＣＤＭ项目的抵消性补偿机制（ｏｆｆｓｅｔｓ）。所谓补偿

机制是指采取排放权交易项目以外的减排措施来抵消相应比例减排量的机制，在ＥＵＥＴＳ、ＲＧＧＩ、

ＡＢ３２体系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其前身是《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４７〕中国碳交

易试点省市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核证自愿减排量（ＣＣＥＲ）代替配额。有研究认为ＣＤＭ项目已

引发新一轮的“碳殖民”，对利润的盲目追逐使许多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大量种植单一作物，不仅造

成当地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这些作物的减排有效性亦没有经过科学上的严密论证。〔４８〕例如，挪

威企业在乌干达开展的ＴｒｅｅＦａｒｍｓＡＳ碳汇项目被认为造成了当地水质污染，以及对１３个村落

八千多原住民的驱逐。〔４９〕在比较和总结２７个国家共计７５项林业补偿项目之后，兰德尔 米尔斯

（ＬａｎｄｅｌｌＭｉｌｌｓ）和波拉斯（Ｐｏｒｒａｓ）指出现有研究没有关注ＣＤＭ机制的社会效应，当地群落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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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为，外在激励因素会改变内部动机。正面激励增强了内部动机，为挤入效应（ＣｒｏｗｄｉｎＥｆｆｅｃｔ）；

负面激励削弱了内部动机，为挤出效应（Ｃｒｏｗｄｏｕｔ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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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Ｍ机制指附件一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投资，以核算的减排量作

为其履约方式。《京都议定书》（１９９７）第１２条。

Ｂａｃｈｒａｍ，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ａ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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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很多负面影响。〔５０〕ＡＢ３２法案的补偿机制也被环保团体因质疑其有效性而诉至法院。〔５１〕人

的趋利性使私人目的不可能与公共目的完全重合，“公地悲剧”表明两者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即便

再精致的总量控制机制亦不能将这种对立抹去。当用权利化的方式披上合法外衣，内部动机会被

进一步压缩，“随地乱扔”现象便成了常态。

排放权内部构造中的第二层矛盾是公共运作与私人运作的错位。排放权是公私混合的权利

形态，排放权市场是人为界定产权、行政机关监管运行的政策市场，这就导致其运作模式上必然出

现公私力量间的碰撞。一方面，私人运作要求不断扩大权利中的私属性，另一方面，政府为实现公

共效益、防止市场失灵需要加强配额管制与调控。实践中最典型的冲突体现在ＥＵＥＴＳ系统内各

国对配额的事后调整规则上。与大多数成员国不同的是，德国在２００７年的《分配法》

（Ｚｕｔｅｉ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中采用了大量的事后调整手段，如在排放装置关闭运行或实际生产力低于年平

均产量６０％等情形可撤销已分配的配额。〔５２〕比利时的弗拉芒地区立法则规定在装置关闭时不终

止配额效力，〔５３〕英国政府在Ｃｏｒｕｓ公司转售炼钢厂的争议案件中也认为配额属于私有财产，即便

封存排放装置仍可以保有和出售。〔５４〕在欧洲初审法院对德国分配草案的裁决中，欧盟委员会明

确表示“不允许事后调整，是因为配额市场的运作依赖于稳定和可预期的分配计划”。〔５５〕但初审

法院却认为委员会误解了《排放交易计划指令》，事后调整没有违背排放交易的本质。〔５６〕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体现了排放权内部公私运作的矛盾，ＥＵＥＴＳ为缓解碳价的长期低

迷不得不引入强有力的配额管控措施，但对私权的过度干涉又会引发市场恐慌，进而动摇产权交

易的根本。“财产权越缺少保障，越不完整，潜在的买方就越不可能购买。”〔５７〕科尔以租赁权为例，

指出其价值低于所有权是因为租赁权的期限和安全性受到更多限制。“受限制的排放权的价值远

低于绝对的排放权，如果受到太多限制，它的市场价值可能跌落至零，且整个市场也会因此消

失。”〔５８〕排放体系下的市场机制要求不断丰满的私权构造，如此才能形成有效的稀缺性和内在激

励，而人为建构的配额制度又需要公权力进行长期自我修正与调整。因此排放权悬而不决的法律

属性、难以确定的公私成分，是由其内部构造中的矛盾所引发的固有困境。

事实上，排放权交易的英文为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直译应为“排放交易”。国内有称排污权者，有

称排放权者，在英文论著中却几乎没有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这样的表述。国外学者也大多不认为排放

限额构成一项财产权，如科尔指出：“排放限额本身不是财产权，但不能据此否认某人对其享有的

财产利益。”〔５９〕国内译法赋予其权利属性，称之为排放权，可能是受经济学中“产权”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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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波斯纳的法经济学理论使法学与经济学的边界日趋模糊，产权因此常与物权、所有权、财产

权相混用。然而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并未赋予产权明确的特征，而仅将其作为一个填满对人性义务

的使用权的大杂烩。〔６０〕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中，产权更加强调的是排放限额的可交易性，而非物权

的支配性与排他性。对支配性、排他性的弱化，来自排放权机制的内在要求，使公共利益的介入与

配额的政府管控成为可能。规定为交易单元或商品的做法，虽然回避了法律属性的定义，却与产

权这一概念至为契合。国内学界的多数观点试图将排放权纳入私权利或物权的框架之下，没有观

察到其结构内部弱化排他性而公私混合的特征，因而无法得出准确有力的结论。

那么应当如何定义排放权？目前有如下几种学说可资借鉴。第一是赖希（Ｒｅｉｃｈ）的新财产权说，

指由政府供给所创造出的财产权。〔６１〕这种财产形态如特许权、专营权、公共服务、补助金等，存在对

私人独立性的侵蚀。〔６２〕传统上一般将财产权归于私法领域，公权力的干涉仅在特殊情形下成立，但

随着国家管制与政府供给的增长，由公权力直接制造出的财产形态日益重要。第二是以科尔为首的

部分学者所提倡的混合财产权，指对公共产品的部分私有化。政府将有限的环境资源使用许可或权

利授予私人，使私人对其具有法律上的部分控制力，但这种部分控制力仍受制于政府保留的公共权

利。“排放权不是一个永久的私人财产权，而是被授权的混合财产权，且可被政府限制及终止。”〔６３〕第

三是萨克斯（Ｓａｘ）提出的环境公共信托理论，将私人信托关系运用于环境资源领域。萨克斯认为环境

资源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通过信托的方式将其委托给政府管理。政府作为受托人，负有为全

体公民及后代的公共利益进行环境资源管理的义务，且仅在为实现信托目的和受益人利益的情形下

有权处分信托财产。〔６４〕此外，还有观点将排放权视为工具性权利等。〔６５〕

精致而完备的定义并不可能完全解决排放权中公私背离的内在矛盾，将环境资源赋予稀缺性

也不能涵盖其公共属性的每一层意旨。科斯第二定理认为在费用大于零的现实世界，不同的权利

界定会影响制度效率。但经济模型无法将生命健康的固有价值涵摄于其中，即便存在完美的排放

权定义，环境政策的生态及社会效用也未必能得到完整实现。在实践中，对私权利的过度强化可

能导致偏离公共目的，公私成分的划分也会影响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因此如何确定合理的公私

比例，如何避免和监管“随地乱扔”现象，对于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政策功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排放权基于功利主义的正当性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６６〕人趋利避害的特性，成为边沁法哲学思想的基

石。他认为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回避是人类行为最深层次的动机，也是终极目的所在，因此对法

政策而言唯一的评价标准便在于是否增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６７〕这种构筑在苦乐原理之

上的后果论被称作功利主义，“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如此安排，以致使作为所有个人总和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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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当地组织起来的，从而也就是正义的”。〔６８〕排放权交易机制以

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成本为其正当化依据，同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６９〕

总量控制要求在某一区域设定一个总体排放目标，而评价排放权体系的成效则是看该目标是否实现，

简言之，区域内整体环境状况的改善即是此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然而环境利益不仅属于公

众，也属于个人，每一个个体都对其生存环境享有不容置疑的基本权利。功利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与社

会、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但在排放权交易体系中，整体的环境效能并不一定能平均体现于每一个个体

之上，多数人的幸福可能会以牺牲少数人的代价来成就。某一地区的污染状况无法从总量控制中得

到评价，市场机制的运行就可能导致污染源向该处积聚，形成环境污点与碳泄漏等现象。

基于对公正性的质疑，美国的排放权交易体系自实施以来，便不断遭到学者、环保组织甚至州

政府的抨击。如前所述，２００５年因美国环保署将汞金属作为污染物纳入排放权交易体系中，该法

案被十余个州起诉至巡回法院，〔７０〕纽约州州长也随后明令禁止汞金属的排放交易。２０１２年

ＣＲＰＥ机构代表数家环保组织起诉美国环保署，指责其制定的排放权交易体系违反民权法案，使环

境负担不公正地分布于有色群体。〔７１〕ＡＢ３２法案也注意到了可能产生的环境污点现象，明确要求

防止基于市场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对特定群体的失衡影响。〔７２〕有学者指出，以上对总量控制机制

的反思皆立足于美国法发展出的环境正义原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７３〕环境正义原则要求

在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全体公民不论其种族、收入、原始国籍或教育程度，都应得到公

平对待，〔７４〕这与强调整体社会效用、降低减排总成本的排放权交易制度相去甚远。正如罗尔斯所

言，正义不允许为了部分人享有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其他人的自由，也不允许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

而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因为这些自由或权利是不可侵犯的。〔７５〕

那么，排放权交易是否会引发环境污点现象？所谓环境污点是指污染物在某个地区的局部积聚

与集中，由于排放权机制允许不同排放源之间交易配额，同时不限制该污染物的地区排放量，理论上

可能使部分减排成本较高的排放源大量购买配额以实现超额排放。像二氧化碳这种混合于大气层中

的污染物不会对地区环境产生区别性影响，但温室气体排放过程常伴有更危险的次级污染物，如苯、

汞、微粒、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因此仍被认为可能诱发环境污点现象。〔７６〕同时，重度污染的工厂

往往集中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尽管区域总排污量降低，这些不发达地区的污染状况也会进一步恶

化。〔７７〕对此经济学者认为，依照经济学理论重度污染工厂的边际减排成本更低，同样减少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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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的成本应当小于轻度污染工厂，因此会产生冷却效应（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而非环境污点。
〔７８〕福

利（Ｆｏｗｌｉｅ）等在分析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后指出，排放权机制相对于传统行政命令并没有使污

染更集中于某一地区。〔７９〕ＡＢ３２法案起草者ＣＡＲＢ的评估报告也认为地区空气污染积聚几乎不

可能发生。〔８０〕

理论上的观点各执一词，现实情形却不容乐观。在美国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中，减排配额被四家

石油公司（Ｕｎｏｃａｌ，Ｃｈｅｖｒｏｎ，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ＧＡＴＸ）大量购买，以避免更新高昂的汽油回收设备，而这

些设备本可以用于吸收传输石油至海岸油库时所泄漏的有毒气体。由于这几家石油公司的厂区

集中在惠灵顿、圣佩德罗和埃尔塞贡多地区，使原本应由大面积区域分散承担的污染，因排放权交

易机制集中于这几个地区之中。〔８１〕在这几个环境污点区域，７５％至９０％的人口为有色人种，且其

中绝大多数为拉丁裔。对比ＲＥＣＬＡＩＭ的施行区域，整个南加州空气管制区中的有色人口仅占

３６％，因此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被认为加重了弱势族群的健康风险，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不公正。〔８２〕为

何部分研究成果对环境污点持否定意见？阿德尔曼（Ａｄｅｌｍａｎ）教授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研究

观察的区域范围过大，他通过对微观范围的污染数据的观察发现了众多潜在环境污点。例如以超

过２０磅空气毒物每天为标准，他预测了超过１３９０家厂区会产生污染积聚效应。〔８３〕

碳排放由于其特殊性，是否引发环境污点尚存疑问，但排放权交易体系并不以温室气体治理

为限。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５条和《水污染防治法》第１８条明确规定采取总量控制制度，上

海市闵行区也早在１９８７年就开始了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实践。截至２０１１年，全国成立的

环境交易机构已达１９家，交易指标种类包括ＳＯ２、ＣＯＤ、ＮＨ３ Ｎ、ＮＯｘ、ＴＰ等水、电力和大气污染

物。对这些地方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监管、价格机制、市场运行效率等方面，却

没有学者对其可能诱发的环境污点现象做实证分析。排放权机制基于总量控制的特点，强调实现

整体减排成本降低这一“最大快乐”，地区环境状况无法体现在评价体系之中，市场机制的运行就

会导致污染源分布的不均匀性。对于功利主义而言，正义的分配是能产生最大快乐的分配，它更

关心的是快乐的最大净余额而不是这些快乐在不同个体间的公正分配。用罗尔斯的话说，“功利

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８４〕

污染源可能在排放权系统内的某处积聚，也可能在系统外积聚，在系统外的积聚被称作碳泄

漏现象。所谓碳泄漏（ｃａｒｂｏｎｌｅａｋａｇｅ）是指气候政策提高了污染产业的生产成本，使碳密集型产业

向减排标准宽松的国家或区域转移，〔８５〕不单指碳交易时也被称作排放泄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ｅａｋａｇｅ）。

碳泄漏发生的渠道包括竞争力驱动型泄漏、生产投资泄漏和能源市场泄漏等。排放权交易体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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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市场激励不一定都是正面的，短期内大部分企业改进减排效率的能力有限，就有可能通过

提高产品价格或转移生产要素等手段保持利润不变。〔８６〕区域间明显的碳价差距，会使排放源向

低价区积聚，从而造成环境不公正。从实证角度而言，现有研究通过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测算出

的碳泄漏率估计值在３％—３０％不等。大部分文献的模拟结果显示碳泄漏程度不高，不足以抵消

减排政策的效果，也有一些学者预估的比率超过５０％，〔８７〕甚至超过１００％。〔８８〕例如魏斯哈尔

（Ｗｅｉｓｈａａｒ）等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指出ＲＧＧＩ第一阶段的运行确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碳

泄漏现象。〔８９〕多数经济学上的结论虽认为碳泄漏不会导致整体排放量增加，但系统外排放转移

所引发的环境公正问题仍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功利主义特征所引发的污染积聚效应，如何通过内部修正加以消化？第一

种方法是结合传统的命令与控制机制形成安全网（ｓａｆｅｔｙｎｅｔ）。为了更公正地分配气候政策负担，

所有企业首先应按照行政法规将排放量降低到一定程度，然后才有资格参与排放权市场。在这种

制度构造中，强行命令占主导地位，排放权交易是为实现更高减排可能性所附加的机制。〔９０〕第二

种方法是设置交易条件，向高污染地区出售排放权原则上被禁止，同时鼓励在高污染地区开发抵

消性补偿项目。交易条件的实施可通过个案审查或事先拟定的方式，前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地区

情况核准交易，后者则根据实证信息预先拟定污染积聚区域。禁止交易可替换为增加交易费用的

形式，或在初始分配中提高单位配额起拍价，如此能够抑制高污染地区的交易意愿。〔９１〕第三种方

法是使用政府财政提供行政补贴。行政补贴相比上述两种方法被认为对排放权系统的干扰最小，

不会因追求环境正义而大幅增加制度成本，对运行效率的影响也相对较低。这一部分资金通过配

额拍卖获得，并在严格监管之下用于高污染地区的减排项目。〔９２〕

基于社会总成本考量的总量控制特征是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核心和正当化依据，也是它的“阿喀琉

斯之踵”。市场机制的运行可以使减排资源优化配置，也可以使政策负担不公正地分布于群体之间。

据研究，中国已有１７０个“癌症村”，范围涵盖２５个省份，绝大多数皆因工业污染积聚导致。〔９３〕环境

利益不仅包含着经济价值，还包括广泛而深刻的生态及社会价值，功利主义的局限性所引发的环境

正义问题不容忽视。然而修正方案需要高昂的政府成本，并有可能削弱市场有效性，在行政手段

的不断侵蚀之下，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筋骨血肉又会剩下多少？效率优先，对环境政策而言未必成

立，实践中如何分配公正与效率的制度成分需要谨慎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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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式的正当性

美国大法官斯卡利亚（Ｓｃａｌｉａ）曾言：“几乎所有（经济上的）法令都会使社会中部分人受益，而

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９４〕排放权交易体系将环境价值这一公共资源权利化，人为地赋予其稀

缺性，必然发生经济利益在群体间的移转，而选择何种分配方案对于这种移转的正当性而言便显

得尤为重要。所谓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是指在排放权交易框架体系内，依照选定的分配原则和方

式，在排放主体间进行配额分配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总和。一般而言，排放权初始分配方案可分为

无偿分配与有偿分配，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包括中国碳排放试点省市在制度运行初期都选择了无

偿分配模式。这与环境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ｐｏｌｌｕｔｅｒｐａ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ＰＰＰ）相

悖，尤其是无偿分配中的“祖父规则”（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ｇ），会使基准期排放量较高的企业获得大量意

外收益（ｗｉｎｄｆａｌｌｐｒｏｆｉｔｓ），存在财富从公众向污染者转移的可能。而学界一致主张的拍卖模式也

不乏反对之声，如对企业过于严苛并诱发高度的碳泄漏现象，这在ＡＢ３２法案中也有所体现。初

始分配模式的选择兼具效率与公平的考量，前者已在众多经济学文献中得到评估，但其正当性的

证成仍需基于法学理论和公平层面的思考。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绝大部分现有排放权交易体系都选择了免费分配的模式。在ＥＵＥＴＳ

体系的第一、二阶段，超过９５％的配额实行依据祖父规则的免费分配，其原因是为了降低制度初期来

自碳密集型企业的政治阻力。但为解决超额分配和寻租问题，从第三阶段起２０％左右的配额开始进

行拍卖，并预计在２０２７年采取全面拍卖的模式。〔９５〕新西兰排放交易体系（ＮＺＥＴＳ）实行全部基于祖

父规则的免费分配，日本的东京都排出量取引制度（ＴＣＴＰ）同样采用了无偿分配模式。作为极少数的

例外，美国ＲＧＧＩ强制减排交易机制在运行之初配额拍卖比例便超过了９０％。〔９６〕中国碳排放试点省

市的现行分配方法虽各有不同，但都以免费分配为主。例如北京、天津等都采用了免费分配、一年一

发的形式，其中根据历史排放或基准线法确定配额额度则在不同行业间略有区别。广东实行免费分

配与有偿发放相结合的模式，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控排企业、新建项目企业的免费配额和有偿配额比例为

９７％和３％。深圳实行预分配加后期调整的方式，但配额仍是一次性免费发放。据立法文件的分析，

上述排放权交易体系采无偿分配的主要原因是为减少政策推行阻力，实际上却使企业在这一法律变

革中获得巨额利润。正如索雷尔（Ｓｏｒｒｅｌ）所指出的，祖父条款违背了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核心要义。〔９７〕

污染者付费原则最初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于１９７２年提出，其目的是分配污染防治

措施的成本，来鼓励稀缺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并避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扭曲。经过数十年发展，

该原则已逐步成为各国制定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和措施中，如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１６条与《欧洲共同体条约》第１７４条等。欧洲法院也在数个判例中援引

此条原则进行裁判。〔９８〕污染者付费原则被认为是所有环境法原则中最“经济的”，〔９９〕因为它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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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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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４７ ６６８（２０１２）．

Ｓ．Ｓｏｒｒｅｌｌ＆Ｊ．Ｓｉｊｍ，犆犪狉犫狅狀犜狉犪犱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犘狅犾犻犮狔犕犻狓，１９（３）Ｏｘｆｏｒ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４２７（２００３）．

参见罗汉高、李明华：《欧盟“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新进路———基于欧盟成本回收和负担分配的判例法》，

载《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２１—２２页。

Ｍ．Ｆａｕｒｅ，＆ Ｄ．Ｇｒｉｍｅａｕｄ，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犃狊狊狌狉犪狀犮犲犐狊狊狌犲狊狅犳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犔犻犪犫犻犾犻狋狔，ｉｎＭ．Ｆａｕｒ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ｐ．３３．



是作为一项经济原则产生，并逐步被转化为法律原则以使政策决断公平化。因此，污染者付费原

则一方面包含效率内涵的经济性成分，另一方面具有公平分配环境成本的法律价值。〔１００〕对排放

权无偿分配的经济学分析多有论著，但从公平角度而言，免费分配模式使污染者在承担机会成本

的同时获得了资本收益，这与要求企业承担治理成本的污染者付费原则相悖。污染者不购买配

额，国家没有增加财政收入，企业作为污染者却实际上免费得到了一项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使环

境资源这一公共财富从公众向污染者转移。〔１０１〕总量上限带来的成本不仅小于这一部分资本收

益，并可通过产品价格转嫁于消费者之上，最终使污染者获得环境资源权利化所产生的全部利润，

而让消费者为其付费。因此在《欧盟排放交易指令》通过之前，欧洲议会就曾对第１０条即免费分

配条款做出过如下评论：“由于不包含成本，该方案……不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

这一评论也得到了实证分析的支持，多份研究报告指出控排企业在ＥＵＥＴＳ体系运行过程中

获得了程度不等的意外收益。例如，赛姆（Ｓｉｊｍ）等分析认为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的发电厂在

９０％免费配额比例的情形，年意外收益约为５３至７７亿欧元。〔１０２〕马特斯（Ｍａｔｔｈｅｓ）指出在第二阶

段免费分配的比例下，德国四家大型电气企业的年意外收益高达每家１２亿至２２亿欧元。〔１０３〕开普

勒（Ｋｅｐｐｌｅｒ）和克鲁西亚尼（Ｃｒｕｃｉａｎｉ）的结论是欧盟电力企业在第一阶段至少获得了超过１９０亿欧

元的年意外收益。〔１０４〕工业领域的污染者同样在免费分配模式下获得了高额利润，据马丁

（Ｍａｒｔｉｎ）等估算，ＥＵＥＴＳ的第三阶段至少会让工业企业产生６７亿欧元的年意外收益。〔１０５〕布鲁

恩（Ｂｒｕｙｎ）等认为在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８年阶段，炼油厂与钢铁厂的年平均意外收益约为１４亿欧元。
〔１０６〕

基于无偿分配模式的排放权交易机制使企业获得远高于减排成本的资本收益，实际上从污染者付

费转向消费者付费、公众付费，分割公共财富也颇有几分“圈地运动”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有

偿分配才能真正实现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宗旨，而政府通过定价出售或拍卖收入进行再分配调控，

可以使环境政策的经济负担更为公平地分布于社会群体之间。

但是，无偿分配模式并非没有理论和法价值上的支撑。根据历史排放量或排放绩效确定的排

放权既往占有分配规则，是对历史利益与当前利益的承认，这种祖父规则代表了先占法理的延

伸。〔１０７〕私人财产权的初始配置不仅有经济学上的论证，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便有诸多思想家如霍

布斯、洛克、卢梭等基于政治哲学与法哲学上的思辨，而通过优先占有取得财产权的先占从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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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便被赋予了正当性。在目前尚未实现污染物零排放的情形下，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污

染排放，企业为遵守环境强行命令投入了人力物力，实际上取得排放一定量污染物的隐性权益。

当建立排放权机制后这一权益便被定型化，特别是提高排放权内部私有化或物权成分时更具备承

认先占的空间，这符合洛克“劳动者应享有劳动附加之物”的思想，同时也是对企业前期生产经营

和投资减排设施的尊重及认可。污染排放既然是经济生活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若采用全部有偿分

配的模式，对企业就过于苛刻。〔１０８〕污染者付费原则仅要求污染者承担预防和治理费用，环境税和

环境法规也不需要企业对每一笔污染排放付费。采全面有偿分配意味着企业不仅要为总量控制

下的排放削减付费，还要为剩余的全部排放量付费，〔１０９〕这显然是一种超越时代发展进程的严苛

责任。

以经济学的视角，拍卖分配可以使配额价格真实反映减排的社会边际成本，因而大多数结论

都以拍卖为优。但高比例拍卖模式过度强调企业的社会义务，仅凭效率层面的理由不足以提供完

全的正当性。拍卖还会受市场势力（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的干扰，
〔１１０〕以及因大幅提高成本诱发严重的碳

泄漏现象。〔１１１〕因此，全面无偿或有偿的方案都不足取，从美国学界和立法的最新动向来看，部分

有偿部分无偿的混合模式得到了青睐。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委员会（ＮＣＥＰ）提出１比１的免费分配

与拍卖比例，第１１０届国会的数项提案要求在２０３５年实现５２％的拍卖份额。加州碳排放交易体

系ＡＢ３２法案同样体现了这种思想，其分配原则一方面规定排除意外收益，另一方面要求确保市

场的流动性，避免不当的短期经济影响。具体分配模式将免费分配与拍卖相结合，且区别对待不

同行业，工业领域主要以免费分配为主，而电力行业则提高配额拍卖比例。〔１１２〕正如加州空气资源

委员会所阐述的那样，拍卖对于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极其关键，但免费分配对保持整个体系的灵活

度和可塑性而言同样重要。〔１１３〕

空气本无价，将其凝结成权利，与之相伴的是巨额的经济利益。如何确定这些经济利益的归

属，不仅需要经济学上的分析，还需要基于法价值和分配正义的思辨。现行碳排放试点省市所采

用的免费分配方案与污染者付费原则相悖，会导致公共财富向私人流转。而高比例有偿模式又过

度加重企业负担，课之以不合时代的严苛义务。“当我们质问某项制度是否正义时，我们是在探求

这项制度分配利益与责任的方式……”〔１１４〕政策利益分配的正当性若不能确定，排放权交易体系的

正当性便值得怀疑了。因此，采何种比例的初始分配方案，是将公共资源权利化的排放权制度不

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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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环境问题与基于财产权的解决之道受制于特定时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制度、技术及生

态状况，那些认为某一种私人财产权体制能够解决所有公地悲剧的想法只能是指雁为羹。国内对

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研究往往陷于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对私有化的无条件接受和对传统政府管

制手段的过度批判。经济学角度的观点将社会总成本降低作为排放权机制更为优越的理由，但往

往忽略了因时空维度和制度背景所产生的执行成本，在次优的现实世界“‘成本更低’的政策体制

未必成本更低”。〔１１５〕而即便存在效率性上的优势，对于环境政策这一包含多层次价值序列的复合

系统而言，并不足以成立充分的正当性证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模式涉及一套固定的价值判

断”，〔１１６〕但生态及社会产品的效用却无法被经济模型涵摄于其中。就排放权交易体系而言，对私

权的过度强化可能导致偏离公共目的，总量控制特征和不同分配模式也会使政策收益与负担不均

衡地分布于群体之间。环境公共政策包含了广泛而深刻的生态及社会价值，这些多角度的价值目

标不能从经济层面得到完整表达，资源配置就无法涵盖公共属性的每一层意旨。本文名为“质

疑”，却并非对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全盘否定。而是指明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不仅需要成本效益的分

析，还应纳入法学理论、法学价值和公正层面的考量。综合各学科的研究优势，把握好效率与公平

的制度成分，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效用与生态、社会效用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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